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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6_A1_88_E4_c122_481614.htm 自己的人安全感应该

归属于社会治安问题，社会治安当属群众安全感的最底线。

因为，其他诸如消费者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自己在作生意的

时候或购房购车的时候不用担心受到欺诈司法正义的公信力

以及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得到保障等等诸多权利，他们在受到

伤害的时候，一般不是稍纵即逝的，机具突发性。当这些不

安全因素发生时，当事人有相对规避的时间以及较为充分的

寻求救济的时间，并且，随着国家公信力的提高，我们往往

都还能够寻找到另外的解决途径。只有当治安问题，特别是

突发性的暴力刑事案件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但

健康权受到威胁，甚至生命权也同样受到威胁。并且，这些

案件的发生，往往都因为行为人特别选择了他们自己认为合

适的时机，受到安全感威胁的群众这时就觉得自己是格外的

孤立无援。所以，我个人不太同意群众安全感中的社会治安

中人身安全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被排列在“免于物资

匮乏、免于对社会正义恐惧”等群众安全感之后。尽管有调

查资料表明，选择“社会治安”作为社会安全感的人仅仅占

了被调查人数的17.5%，但是以我个人的自身体会和我所接触

的社会群体而言，我和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到哪里去出差，那

里的社会治安状况如何。和他们谈论安全感最多的话题也总

离不开他们那里人居环境中，特别是人居环境中的社会治安

状况如何。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只是指

诉讼律师）职责就是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为被告人进行罪



轻或无罪辩护。因此 ，很多对于中国司法现状不熟悉的人，

或是对于律师职业怀有偏见的人，都提出一个貌似公允的说

法：正是因为有了律师为那些犯罪的人进行辩护，才导致他

们认为应该被判刑的人没有被判刑，他们认为被处以重刑的

人受到了较轻的处罚，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将“罪刑法

定”主义的原则抛到脑后，同时，也忽视了（严重地说是无

视）刑事诉讼证据的规则的客观存在。所以，他们这些人总

在骨头缝里面因之认为并庆幸：恰恰是中国的刑事诉讼的法

律建设，没有达到象西方某些法治建设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样的水平，才使得中国目前还没有产生象“竹联邦”、“

三K党”、“洪兴社”等黑社会的团体。更有甚者，他们还

在断言：如果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建设能够发展到西方某些

法治建设高度发达的国家的那种程度，中国的社会治安秩序

将会更加恶劣，人民群众将更加会缺乏安全感。而类似“竹

联邦”、“三K党”、“洪兴社”等黑社会的团体也会在中

国大地上兴起。在具体表现上，《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中对

于中国律师，持有明确的立法歧视。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资

深理论家和资深律师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我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赘述。 记得我还没有到北京之前，正

在外省的家乡做执业律师的时候，我接受过一家电视台对于

我的专访，记者在向我提问的时候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他

们提问道：你作为本地区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知名律师，为什

么不去象施洋大律师那样去为社会伸张正义，反而却要为罪

恶滔天的犯罪分子辩护呢。我当时回答说：我是一名律师，

也是一名法律人，我只要坐到我的办公室，我就不再以善和

恶、好和坏等道德标准衡量人。坐在我面前的人，只有奉法



公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以后的犯罪分子。律师

从来不替坏人说话，律师只是替法律说话，律师在替法律说

话的同时，也就是在伸张广泛的社会正义。 话虽说如此，但

是我也遭遇到过那些无视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执

法人员，在正常的律师工作中设置的人为的障碍。事情是发

生在六部委联合对《刑事诉讼法》律师会见的问题进行明确

解释和规定以后，我曾经因为会见一名在侦查阶段的犯罪嫌

疑人，事先已经和承办此案的公安人员在电话沟通妥善以后

，但是，这位公安人员却连续前后六次，在我驾车前去100多

公里外的辽宁省义县公安局，要求公安机关的承办人员派员

和我一起去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该承办人员均以其他工作过

于繁忙为理由而拒绝律师会见的要求，不论律师怎样据理力

争，以至于我们双方将矛盾都反映给当地的中共政法委员会

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管如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仍

然没有能够会见到自己的委托人。后来我才知道，理由有两

个：第一，他们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行为，害怕

律师见到犯罪嫌疑人浑身是伤的情况下，要求法医对我的委

托人进行验伤；第二，在我要求会见会见嫌疑人的时候，公

安局的案件承办人员还没有拿下他们想要的口供，担心律师

的会见，会使犯罪嫌疑人更有“抵赖”的决心的底气。在本

案审查起诉阶段，经过律师的不懈的努力，律师根据DNA检

测的鉴定结论的证据推翻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通过刑讯

逼供得来的口供，以及因为口供的线索而取得的“证人证言

”等全部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安

机关的本案承办人居然捏造出承办本案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律

师有私下串通的嫌疑，在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协



调下，公安机关又单独作了一次DNA的检测，其结果和在审

查起诉阶段律师申请检察机关为犯罪嫌疑人所做的检测结论

完全一致。在被告人被宣告无罪释放以后，公安机关的侦查

人员还私下里对我说：这件案子你肯定和检察机关的人员作

工作了，因为我们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犯罪嫌疑人的

口供相当稳定。当即我说：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难道你们

侦查机关委托法医部门给被告人所做的DNA检测也和法医部

门作工作了吗？在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里，也不乏有警官大

学的毕业生，他们在学校里，也都系统地受过法学理论的学

习，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理论的培养。但是，为什么他们

一旦走上警官的道路，就对《刑事诉讼法》理解和贯彻，与

律师产生如此巨大的偏差？ 我自己尽管从1985年就从事执业

律师的工作，但是，我仍然对于律师职业有个偏差的认识，

即：律师的职业永远都不是一项公正的职业。在我读完田文

昌的论文《律师与社会正义》，我才明白，律师的职业是维

护法律的正义与公正。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

题：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究竟是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正面的

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刑事辩护律师的存在，对于群众来

说社会安全感是增强了还是弱化了？我个人认为，由于刑事

辩护律师的存在，群众的社会安全感增强了。不能否认，刑

事辩护律师的委托人，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是应该被刑罚处罚

的犯罪分子，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几乎所有的延聘辩护

律师的被告人都怀有通过律师的辩护，而使他们免于刑事处

罚，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受到从轻处理的希望。换言

之，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希望法庭能够给他们一次接

受公正判决的机会。我们国家《刑法》中规定，刑罚有两个



目的：其一，是一般预防，也就是说通过某一具体案件的审

理和判决，使那些正欲走上犯罪道路，但是还没有走上犯罪

道路的人警醒起来，一旦自己的行为触犯国家的《刑法》的

规定，就要被判刑，就要被惩处；其二，是特殊预防，也就

是通过对于具体某个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使得他们震慑于

法律的威严，而从此不敢再以身试法。那么，刑事辩护律师

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刑事辩护律师通过自己掌握的法律

知识，以及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刑事案件的办案技巧，使审判

法官真正作到兼听则明，从而对于案件作出“罚当其罪”的

判决结果。这时律师起的作用就是使一次审判作到真正“不

枉不纵”的审判。记得好象是英国的学者、法学家培根说过

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要强于犯罪的

十倍，因为一次犯罪仅仅的触犯了一次法律，而一次不公正

的判决，实际上是在践踏法律。 我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办案的

需要，接触了近千名被告人，他们对于自己受到刑事处罚的

后果大部分人表示：只要是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我就能心

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判决结果。因为几乎每一名被告人都知道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传统的法律思想，所以他们也就

能够接受只要是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的规定，执法机

关就会按照的法律的规定制裁他们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当

我问及他们以后是否还会重新犯罪，还会作出触犯《刑法》

的规定的行为时，他们都表示从监狱出去以后，作一名奉法

公民，牢饭不是好吃的，被关押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另外

，就我接触到的服刑以后的犯罪分子，监狱的管教，的确能

够产生使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认罪、悔罪，以至于真正地使

他们下定了重新做人的决心，而且，还将这种决心化做悔过



自新的动力。 我个人认为，通过律师辩护，不但不能使群众

的社会治安感产生负面影响，更主要的是，因为法庭审判有

被告人自己委托的刑事辩护律师的参加，它会使刑事案件的

被告人在审判的时候，对于该次审判的公正性有一个较高的

评价，当“罚当其罪”和“罪刑相适应的时候”，审判结果

出现的时候，被告人都会用平和的心理状态接受这次审判的

结果，从而完成我国《刑法》中关于刑罚的目的。所以说刑

事案件的辩护只能是增强社会安全感。（作者：张枫，北京

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